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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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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能够打破不合时宜的组织规则和程序，促进组织变革和创

新，但对于员工自身而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要强烈动机的支配。而调节焦点不同的员工因

期望状态追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化的动机，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倾向于以积极进取的

工作方式满足成长和发展需求，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则倾向于以保守规避的方式满足

安全需求。本文认为这两种不同调节焦点的员工在建设性越轨行为方面会有不同的表现，促进

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防御型调节焦点则有负向影响。文章还发

现授权型领导行为因为提供了宽松和激励性的环境能够强化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

轨行为的正向影响，并且还会通过增强员工的责任感知而强化这种影响。文章为企业根据不同

岗位性质和员工个性特点进行人员配置提供了启示，并且为领导者引导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

的员工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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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企业产品和服务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这就要求企

业不断创新以适应大环境的变革，从而提升竞争优势（Shanker等，2017）。员工作为企业创新的

主体，实施创新活动需要打破固有的观念和做法，这可能涉及违背不合时宜的组织规则和程

序。行为与目的的矛盾性引起许多学者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关注，早期关于员工越轨行为

的研究主要针对其破坏性影响，但是学者们发现以违背不合时宜的组织规则和程序为特征的

建设性越轨行为能够促进组织变革和创新（Galperin，2012）。然而，这种违背组织规则的建设性

越轨行为挑战了领导的权威和地位，可能会给个体自身的职业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Mertens等，

2016）。因此，员工是选择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还是冒险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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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文献探究了主动性人格、自我价值感、外向性人格和网络能力等个体特质因素对员工

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李红和刘洪，2014；孙建群等，2016），但鲜有涉及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

性越轨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本文聚焦于特质性调节焦点，它是个体在长期成长过程中形成的

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短期内不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分为促进型和防御型两种

类型（Crowe和Higgins，1997）。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有较高的成就需求，他们敢于承担

风险去实现“理想”自我；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有较高的安全需求，他们通过规避风险实

现“应有”自我。两种不同调节焦点的个体表现出对期望状态追求的差异化动机（Higgins，
1997）。可见，两种不同的调节焦点对员工是否愿意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差异化影响。建设

性越轨行为是员工自发实施的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主动行为，员工需要较强的动机才会实施此

类行为。调节焦点的概念内涵反映了趋利避害的动机，但是“不同调节焦点的个体是基于何种

动机路径来采取策略实施或者避免建设性越轨行为这类主动行为的”值得探讨。同时，拓展员

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边界机制，探讨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提供一些动机来源来加强调节焦点的

影响效果，也是本文试图完成的工作。而这些动机的解释和来源主要基于主动动机模型，主动

动机模型探讨了员工主动行为从何而来，为何有些人敢于冒险、积极主动地改善他们的工作环

境，而有些人则规避风险、追求职业安全；并且该模型从能力动机、原因动机和能量动机三个路

径提出了促进或抑制员工主动行为的综合因素模型（Parker等，2010）。因此，本文基于主动动

机模型，探究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由于建设性越轨行为涉及对组织规则的违反，很可能受到领导的处分或批评，因此，员工

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不仅需要自身具有较强的意愿和动机，还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来增强

其成功率（Mertens等，2016）。根据主动动机模型，领导在激发员工主动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Parker等，2010）。在知识经济时代，领导扮演的角色已经由“控制”转变成“激发下属积

极的工作动机和促进下属成长”。授权型领导不仅把权力下放给员工、关心员工工作技能的提

升，而且鼓励和支持员工大胆行事，能够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Li等，2018），可
见，授权型领导是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重要组织情境因素。因此，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

型，探究授权型领导在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此外，主动动机模型指出，个体需要强烈内在动机的驱使才会实施具有潜在风险性的主动

行为（Parker等，2010）。员工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虽是为了组织利益，但由于会违反组织规则，

因此可能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造成不利影响（Galperin，2012）。责任感知反映了员工关心

组织福祉和希望帮助组织达成目标的信念，责任感知较高的员工具有为组织做贡献的使命感，

更加重视组织的发展前景，将组织利益视为个人工作的追求目标（Eisenberger等，2001），可见，

员工责任感知的高低差异是员工实施有利于组织的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因此，本

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探究责任感知在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另

外，领导的授权行为体现了对员工的信任和认可，会让员工产生较高的组织认同从而形成更高

的责任感知（Lee等，2019）。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责任感知在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

为之间可能起调节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责任感知对授权型领导调节效应的中介

作用。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1）以往研究鲜有涉及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

制，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促进型调节焦点能够提升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而防御型调节焦点

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起抑制作用，厘清了不同的调节焦点模式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差

异化影响。与以往单一地探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激发因素的研究不同，本文还探究了防御型

调节焦点这一抑制因素，为目前较为缺乏的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抑制因素的探究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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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2）探明了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本文通过引入授

权型领导和责任感知的双调节机制，表明员工实施具有风险性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不仅与个体

特质因素（即调节焦点）有关，还会受到领导风格和工作态度（即责任感知）的影响。而且，本研

究还发现责任感知中介了授权型领导在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调节效

应，进一步厘清了授权型领导和责任感知这两个调节变量在促进型调节焦点激发员工建设性

越轨行为过程中的作用关系，丰富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形成机制探讨。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享乐原则指出“人们总是趋近快乐，避免痛苦”，该原则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学者们对动机

的理解，但该原则并未指出人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趋利避害以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为了

发现趋利避害动机的真正本质，Higgins（1997）提出了调节焦点理论，即个体在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包括情绪、决策和表现方面的差异，具体分为促进型调节焦点和防御

型调节焦点。促进型调节焦点是指个体采取积极进取的工作方式满足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需求；

防御型调节焦点是指个体采取保守规避的工作方式满足自己的安全需求（Johnson等，2010）。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是指员工为了促进组织发展而违背不合时宜的组织规则的行为

（Galperin，2012），尽管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会给员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带来风险，但该行为能够

促进组织变革和创新（Mertens等，2016）。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探究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

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首先，主动动机模型的能力动机路径指出，个体会通过自我效能感、行为可控性评估和行

为成本感知等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实施主动行为（Parker等，2010）。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

工追求发展和变革，主动搜寻潜在的机会，倾向于设置富有挑战性的目标，相信自己有能力实

现挑战性目标（Tumasjan和Braun，2012），而且他们敢于采用新颖的问题解决方法，对创造性行

为有着较高的可控性评估，重点关注“得到”或者“没有得到”，追求“获得”的最大化，对行为的

成本相对不敏感，认为获得达成目标的奖励或者成就比避免可能损失的成本更有吸引力

（Wallace等，2016）。因此，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具有较高的能力动机，敢于承担风险、打

破不合时宜的组织规则，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陈思等，2016）。相反，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

的员工以满足安全需求为导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从事角色外风险行为，倾向于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采取保守的防御行为以避免遭到他人的反对（李磊等，2010）。他们重点关注“损失”或
“没有损失”，追求“损失”的最小化，对工作的消极结果比较敏感，当感知到实施某种工作行为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等相关资源时，他们倾向于回避该行为（Bullard和Manchanda，2017）。
建设性越轨行为需要员工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涉及对大家习以为常的组织规则的改变，

可能会遭到他人的抵制和质疑，同时需要员工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Dahling和Gutworth，
2017），这超出了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对自我效能的感知和追求安全需求的动机，不符

合他们对行为可控性的评估和追求低行为成本的动机，因此，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不会

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

其次，主动动机模型的原因动机路径指出，当行为的结果不确定以及获得的成就与奖励不

清晰时，个体需要强烈内在动机的驱使才会实施具有潜在风险性的主动行为（Parker等，

2010）。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以满足成就需求为导向，当组织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会主

动抓住实现个人抱负和成就的潜在机会（Lin和Johnson，2015），即便行为结果具有较高的不确

定性以及获得的成就与奖励不清晰，他们也愿意承担风险，探索新的认知路径和创新的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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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种追求个人成就的内在动机驱使个体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Vadera等，2013）。相反，

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更关注自己在组织中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和必要工作以避免消极

结果的出现，只要履行了基本责任、避免了损失，便会感到满足，工作行为主要受到职责和义务

的驱动（Wallace等，2016），低风险偏好以及高不确定性规避抑制了他们在工作中具有风险性

的建设性越轨行为。

最后，主动动机模型的能量动机路径指出，积极情绪有助于设立富有挑战性的目标，促使

个体勇于面对不确定性并积极实施主动行为（Parker等，2010）。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以

未来和变革为导向，他们在追求成就需求的过程中充满激情和活力，这种积极情绪使得他们在

解决问题时重视个体和组织的双赢，会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和灵活推理，从而积极实施建设性越

轨行为（Augsdorfer，2012）。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对负面结果比较敏感，容易出现不安、

恐惧等消极情绪（Neubert等，2008），而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会遭到同事和领导的职场排斥

（Dahling和Gutworth，2017），实施该类行为会给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带来不安、恐惧等

消极情绪，因此，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在工作中会尽量规避这种风险，不愿意积极实施

建设性越轨行为。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授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授权型领导是指管理者通过强调工作价值、下放权力、相信员工能力和消除工作障碍等实

现对员工授权的领导风格（Li等，2016）。由于建设性越轨行为涉及打破组织规则，在一定程度

上挑战了领导的权威和地位，因此，领导风格是员工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重要情境影响因素

（王艳子和田雅楠，2019）。
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具有较强的成就需求，授权型领导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成就

需求的追求（孙圣兰和吕洁，2016）。首先，授权型领导愿意与员工分享权力，使得员工能够在没

有领导直接监督的情况下大胆做出决策（Vecchio等，2010），从而能够提升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和工作行为控制感并降低行为成本感知（Li等，2015），使员工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能力动机

得到极大提升，能够更加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打破现有组织规则的束缚（Zhang和Bartol，
2010），敢于实施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其次，授权型领导给员工下放权力的行为

能让员工感到自己在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觉得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富有挑战性，能激励员工

自愿处理和解决复杂的工作问题，从而提升员工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原因动机，使员工能够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以促进组织发展（Javed等，

2019）。最后，授权型领导创造了一个开放型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把失败经历当作学习机会，

对员工犯错表现出较高的包容性和友好态度，员工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授权型领导给予

员工的这种积极工作体验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Jada和Mukhopadhyay，2018），
使员工产生较强的能量动机去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因此，授权型领导能够强化促进型调

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

相反，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对消极结果比较敏感，具有较强的安全需求，授权型领

导能够削弱他们对安全需求的追求。首先，授权型领导给予员工帮助和支持，降低了他们对不

确定风险行为的成本感知，这有助于促使他们产生较强的能力动机去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

（Li等，2017）。其次，授权型领导通过下放权力能够促使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不再局限

于自己岗位职责内的工作任务，使他们无需严格遵从上级命令，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工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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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有助于促使他们产生较强的原因动机去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Kim等，2018）。最后，授权

型领导通过营造开放、包容的工作环境，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对消极

结果的不安和恐惧，提升了他们的积极工作情绪（Gao等，2011），促使他们产生较强的能量动

机去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因此，授权型领导能够弱化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的负向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授权型领导能够强化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

H2b：授权型领导能够弱化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负向影响。

（三）责任感知对授权型领导调节效应的中介作用

责任感知是指员工关心组织福祉和帮助组织达成目标的信念（Eisenberger等，2001）。基于

主动动机模型的原因动机路径，授权型领导的典型行为能够激发员工较强的原因动机，促使员

工产生较强的组织责任感。具体而言，首先，授权型领导通过向员工强调工作意义，传递给员工

所从事的工作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价值，让员工在组织中感受到工作的内在乐趣和意义

（Jada和Mukhopadhyay，2019），员工便会产生强烈的组织认同感，表现出较高的主人翁精神，

被激发出为组织做贡献的责任感知（Lorinkova和Perry，2019）。其次，授权型领导鼓励员工参与

决策制定，通过下放权力给予员工较高的工作自主权，这些措施均体现了领导对员工工作能力

的信任，员工基于这种信任关系对领导产生积极评价（Kim等，2018），并把领导信任看作来自

组织的益处，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促进组织发展当作自身努力的目标（Basit，2017）。最后，授权

型领导及时给予员工建设性的反馈和指导，帮助员工解决困难、扫除工作障碍，为促进员工的

发展与成长尽职尽责（Cheong等，2019），领导培养下属的主动担责行为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

下属的工作价值取向，使得他们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利益得失而是将个人目标与组织利益连接

起来，承担起为组织谋福祉的责任和使命。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授权型领导对员工责任感知具有正向影响。

主动动机模型的原因动机路径指出，具有较高组织责任感的员工会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

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积极实施主动行为来改善组织绩效（Parker等，2010）。较高的责任感

知意味着员工对组织利益高度关注且具有奉献精神，将自身和组织看作命运共同体，视组织的

成功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和动力（Pan等，2012），是员工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重要原因动机。在

较高责任感知的驱使下，员工努力工作的内在动机不再简单地表现为追求个人成就，而是更强

调自己是组织的重要一分子（Graham等，2015），这会进一步促使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

为提高组织福祉不惜打破规则，大胆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崔智淞和王弘钰，2019）。而且，责任

感知较高的员工会自愿采取有利于组织、同事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主动行为，勇于为自己的工

作结果承担责任（Dewi和Riantoputra，2019），这种富有责任感的担当精神会进一步促使促进型

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因此，责任感知能够强化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

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

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对可能的“损失”比较敏感，仅满足于完成职责内的工作任务，

极力规避具有风险性的角色外行为（Arain等，2019）。责任感知反映了员工维护组织利益、实现

组织目标的工作价值取向，责任感知较高的员工不局限于履行既定的工作职责，会设身处地为

组织考虑，主动识别与工作相关的改进机会（Fuller等，2006）。因此，责任感知较高的员工具有

较强的原因动机去冒险做出能促进组织发展的积极工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防御

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更多地关注组织的生存现状和潜在利益，减少对个人损失的风险感知

（张跃等，2018），从而更多地参与有利于组织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因此，责任感知能够弱化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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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负向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责任感知能够强化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

H4b：责任感知能够弱化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负向影响。

基于前文的假设，本文进一步提出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具体而言，授权型领导与员工

分享权力的一系列授权行为能够激发员工对组织较高的责任感知，促使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

的员工不再只关注自身的成就需求，而是更多地为组织利益和目标采取积极工作行为（Lee等，

2019），并使得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得到满足，能够降低其对消极结果的

敏感性，从而提高其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责任感知中介了授权型领导在

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

间的调节效应；

H5b：责任感知中介了授权型领导在

防御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

间的调节效应。

根据前文的假设推理，本文的理论模

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湖南、广东、山西等地区的制造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导和员工为主要调查对

象。为降低同源方法偏差，避免员工盲目夸大自身的建设性越轨行为，本研究由领导对员工建

设性越轨行为进行评价；同时考虑到领导和员工同时填答问卷，相互有所顾忌，会影响填答效

果，本研究采用两个时点（间隔1个月）收集领导下属配对数据（配对比例为1∶5）。在第一个时

点发放员工版调查问卷，由员工评价授权型领导、调节焦点、责任感知，并报告员工的人口统计

学变量；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415份。在第二个时点发放领导版调查问卷，由每位领导评价

5名直接下属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并报告领导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共发放100套领导版问卷，回

收问卷90套。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83套领导问卷和369份员工问卷，有效配对比例为1∶4.4。
领导样本：男性占76.2%；36—45岁占54.5%，35岁及以下占24.4%，46岁及以上占21.1%；本科学

历占71.5%，大专及以下学历占16.8%，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1.7%。员工样本：男性占44.7%；30岁
及以下占39.6%，31—40岁占46.9%，41岁及以上占13.5%；本科学历占50.4%，大专及以下学历

占43.4%，硕士及以上学历占6.2%。

（二）变量测量

1. 调节焦点。采用Neubert等（2008）的两维度量表，共18个题项。其中，9个题项测量促进型

调节焦点，如“如果我有机会参加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我肯定会接受”，Cronbach’s α为0.946；
另外9个题项测量防御型调节焦点，如“我尽我所能避免工作中的损失”，Cronbach’s α为0.945；
量表总的Cronbach’s α为0.895。

2. 授权型领导。采用Vecchio等（2010）的量表，共7个题项，如“领导鼓励我们不要依赖他/
她的指导去寻找解决办法”，Cronbach’s α为0.912。

3. 责任感知。采用Morrison和Phelps（1999）的量表，共7个题项，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工

调节焦点
员工建设性
越轨行为

授权型领导

责任感知

团队层面

个体层面

 
图 1    理论模型

 

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55



作中做出改变”，Cronbach’s α为0.862。
4.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采用Galperin（2012）的量表，共9个题项，如“为了促进组织发展，

他/她会指出同事在工作中的错误”，Cronbach’s α为0.947。
5.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员工和领导的性别、年龄和学历作为控制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数据聚合、区分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授权型领导的数据聚合结果显示，Rwg的均值为0.941，ICC（1）为0.420，ICC（2）为0.763，符
合聚合标准。

采用Mplus 7.0软件考察各个变量的区分效度（见表1）。与其他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的拟

合度更优（χ2/df=2.128，CFI=0.922，TLI=0.916，RMSEA=0.055，SRMR=0.055），区分效度良好。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五因子：C，F，S，Z，J 1 636.75 769 2.128 0.922 0.916 0.055 0.055
四因子：C+F，S，Z，J 4 202.68 773 5.437 0.690 0.672 0.110 0.168
三因子：C+F+S，Z，J 5 730.81 776 7.385 0.553 0.527 0.132 0.203
二因子：C+F+S+Z，J 6 646.27 778 8.543 0.470 0.442 0.143 0.214
单因子：C+F+S+Z+J 9 057.56 794 11.408 0.254 0.230 0.168 0.245
　　注：C代表促进型调节焦点，F代表防御型调节焦点，S代表授权型领导，Z代表责任感知，J代表建设
性越轨行为。下同。
 
 

通过共同方法因子构建六因子模型检验共同方法偏差，χ2/df=2.230，CFI=0.918，TLI=
0.909，RMSEA=0.058，SRMR=0.296，与五因子模型相比，拟合指标未明显改善，共同方法偏差

不严重。

（二）相关分析

表2显示：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正相关（r=0.275，p<0.01），防御型调节焦

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负相关（r=−0.232，p<0.01），责任感知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正相关

（r=0.158，p<0.01）。
 

表 2    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个体层面
1.员工性别 1.550 0.498
2.员工年龄 1.740 0.682 0.041
3.员工学历 1.630 0.599 0.016 −0.270**

4.促进型调节焦点 3.305 0.782 0.033 0.033 0.068
5.防御型调节焦点 3.937 0.746 −0.066 −0.055 0.173** 0.030
6.责任感知 3.625 0.581 0.075 −0.015 −0.014 0.209** −0.013
7.建设性越轨行为 2.996 0.826 0.154** 0.127* −0.035 0.275** −0.232** 0.158**

团队层面
1.领导性别 1.240 0.427
2.领导年龄 1.970 0.675 −0.020
3.领导学历 1.950 0.532 0.030 −0.020
4.授权型领导 3.377 0.678 0.026 −0.094 0.01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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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Mplus 7.0软件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进行空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员工建设

性越轨行为的组内方差为0.304，组间方差为0.381，ICC为0.556，适合跨层次检验。

本研究采用Mplus 7.0软件检验假设（见表3），由模型2、3可知，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

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系数为0.250（p<0.01），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系

数为−0.292（p<0.001），假设H1a、H1b得到支持。模型5、6显示，促进型调节焦点、防御型调节焦

点与授权型领导的交互系数分别为0.498（p<0.05）和−0.361（p>0.05），假设H2a成立，H2b未得

到支持。模型1显示，授权型领导对责任感知的影响效应为0.592（p<0.001），假设H3成立。由模

型8、9可知，责任感知与促进型调节焦点、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分别为0.429（p<
0.001）和−0.249（p>0.05），假设H4a成立，H4b未得到支持。
 

表 3    调节焦点、授权型领导及责任感知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责任感知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员工性别 0.133* 0.142* 0.133* 0.133* 0.136* 0.132* 0.130* 0.126* 0.127*

员工年龄 0.086 0.104 0.102 0.094 0.093 0.093 0.104 0.102 0.104
员工学历 −0.009 −0.034 0.020 0.015 −0.032 0.029 0.013 −0.034 0.030
领导性别 0.000 0.053 0.027 0.039 0.048 0.019 0.061 0.085 0.058
领导年龄 −0.155 −0.218 −0.226 −0.166 −0.141 −0.158 −0.220 −0.166 −0.211
领导学历 0.140 0.133 0.148 0.144 0.103 0.145 0.136 0.081 0.139
促进型调节焦点（C） 0.250** 0.232** 0.141 0.240** 0.127
防御型调节焦点（F） −0.292*** −0.294*** −0.216** −0.286*** −0.283***

授权型领导（S） 0.592*** 0.410** 0.046 0.724***

责任感知（Z） 0.105 0.129* 0.149*

C×S 0.498*
F×S −0.361
C×Z 0.429***
F×Z −0.249
截距项 7.203*** 3.606*** 5.961*** 2.310 2.348* 6.152*** 4.533*** 1.673 6.968***

组内方差 0.956 0.899 0.879 0.826 0.952 0.927 0.801 0.933 0.862
组间方差 0.726 0.929 0.924 0.760 0.651 0.672 0.926 0.758 0.868
组内R2 0.044 0.101 0.120 0.174 0.048 0.073 0.199 0.067 0.138
组间R2 0.274 0.071 0.076 0.240 0.349 0.328 0.074 0.242 0.132
 
 

本研究运用简单斜率法绘制授权型领导和责任感知的调节效应图。图2显示，领导授权行

为较高时，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0.376（p<0.001）；
领导授权行为较低时，该影响效应不显著，回归系数为−0.122（p>0.05），表明授权型领导起到

正向调节作用。图3显示，责任感知较高时，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显

著，回归系数为0.391（p<0.001）；责任感知较低时，该影响效应不显著，回归系数为−0.109
（p>0.05），表明责任感知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责任感知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授权型领导通过责任感知影响促进型调节焦

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关系的间接效应值为0.068，95%置信区间为[0.038，0.098]，不含0，假
设H5a得到支持。授权型领导通过责任感知影响防御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关系

的间接效应值为−0.010，95%置信区间为[−0.061，0.041]，包含0，假设H5b未得到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R软件检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见表4）。授权型领导对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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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越轨行为关系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方面：领导授权行为较高时，95%置信区间为[0.137，
0.642]，不含0；领导授权行为较低时，95%置信区间为[−0.361，0.148]，包含0；差值的95%置信区

间为[0.063，0.936]，不含0，表明授权型领导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H2a。责任感知对促

进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关系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方面：责任感知较高时，95%置信

区间为[0.208，0.550]，不含0；责任感知较低时，95%置信区间为[−0.294，0.053]，包含0；差值的

95%置信区间为[0.267，0.736]，不含0，表明责任感知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H4a。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首先，促进型调节焦点能够提升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防御型调节焦点则起抑制作用。以

往研究表明促进型调节焦点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创新本身也涉及打破固有规则

的建设性越轨行为（Wallace等，2016），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

具有较强的能力、原因和能量动机实施具有风险但对组织创新有益的建设性越轨行为。防御型

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相对保守，不愿做出改变和挑战现状，缺乏较强的内在动机实施具有一定

风险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以往研究涉及了主动性人格和外向性人格等个体特质因素对员工建

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效果，但鲜有研究指出个体的调节焦点会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产生何

种影响。本研究基于主动动机模型，证实了调节焦点不同的员工由于关注的结果存在差异，在

是否积极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方面也表现得迥然不同。

其次，授权型领导正向调节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影响效果。员工对领导通常怀有敬畏之心，

而领导授权行为能够缩小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拉近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型调节焦点较

高的员工而言，其自身就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而授权型领导又赋予员工更多的工作自主权，

促使员工产生较强的能力动机、原因动机和能量动机，这有助于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大

胆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对于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而言，他们极力避免消极结果、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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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责任感知的调节效应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S→C调节效应 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Z→C调节效应 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高值 0.168 0.043 [0.137，0.642] 高值 0.187 0.069 [0.208，0.550]
低值 0.056 0.037 [−0.361，0.148] 低值 0.072 0.069 [−0.294，0.053]
差值 0.112 0.029 [0.063，0.936] 差值 0.116 0.030 [0.267，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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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虽然授权型领导下放权力，支持和信任员工，但由于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对工作

职责和义务的恪守以及对潜在风险的高度规避，其敢于冒险的内在动机仍然难以得到激发，他

们依旧不愿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因此，授权型领导对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影响效果并未起到调

节作用。

最后，责任感知正向调节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影响效果，并且中介了授权型领导的调节效

应。对于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当他们有着较强的责任感知时，他们能够产生较强的原

因动机将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并优先考虑组织利益的实现，大胆实施能够促进组织

发展的建设性越轨行为。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则仅关心角色内的职责和义务，即使他们

拥有较强的组织责任感知，对潜在成本损失的恐惧也会降低他们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内在

动机，因此，责任感知对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影响效果并未起到调节作用。由于授权型领导能够

提升员工的责任感知，而责任感知调节了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关系，因

此，责任感知中介了授权型领导对促进型调节焦点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实践启示

首先，企业可以根据工作任务的特征配置不同调节焦点的员工，做到人岗匹配。对于仅需

要员工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完成既定工作任务的岗位，企业可以配置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

员工；若工作任务需要员工充满创造力和创新性，企业可以配置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

另外，企业可以针对不同调节焦点的员工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例如，促进型调节焦点较高的

员工表现出色时，企业应提供更为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满足员工提升能力的动机需求；进行

公开的表扬和认可，提升员工的组织归属感，激发员工促进组织发展的原因动机；授予荣誉称

号，提升员工充满荣耀和成就感的积极能量动机。当防御型调节焦点较高的员工出现差错时，

企业应减少严厉的批评和惩罚，营造良好的差错管理氛围，让他们敢于试错、大胆试错，提升员

工敢于冒险的内在动机，以包容和鼓励的态度引导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

其次，领导要根据员工的特征进行有效授权，避免出现授权不当的情况。对于促进型调节

焦点较高的员工，要不定时地交给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满足其提升能力的动机需求。在

下放权力的同时也要明确责任和期望达成的结果，建立良好的反馈互动机制，提升员工服务于

组织利益的原因动机和能量动机，避免员工偏离组织目标、损害组织利益。对于防御型调节焦

点较高的员工，要对一些日常事务进行授权，同时给予他们相应的工作支持，适时奖励其进步，

建立以发展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允许出现差错，弱化他们对“损失”的关注，降低他们对失

败的恐惧、不安和焦虑等消极情绪，增强他们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能量动机。

最后，领导要通过对下属的有效授权提升员工的责任感。领导可以通过授权赋能行为促使

员工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任务可以影响到其他成员甚至整个组织，激励他们承担更多的

责任，提升他们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动机。另外，企业应当倡导敢于担当的组织文化，视敢于

担当为用人导向，促使员工以“主人翁”心态主动担负起促进组织发展的责任，实现个人和组织

的共同发展。同时，也要培养员工善于担当的工作行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工作中的挑战和

困难视作提升员工组织责任感的机会，让员工通过实际行动践行担当。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尽管本研究基于两个时点收集领导和下属数据来分析变量

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并不符合纵向研究至少需要三个时点数据的要求，未来可以收集三个及以

上时点的数据，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开展纵向研究，以提升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稳定性。其次，

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领导情境因素较多，如变革型领导、包容型领导和自我牺牲型领

导，本研究仅探究了授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探究其他类型领导风格对激发员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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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越轨行为的情境调节作用。最后，在中介调节机制方面，除了组织责任感知，员工的组织地位

感知、组织自尊和组织心理所有权等因素也可能会中介授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探究

这些变量对授权型领导调节效应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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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gulatory Focuses on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Wang Yanzi,  Zhu Xiangli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Summ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ge，many companies are facing the
problem of “innovator dilemma”. Constructive deviance can break untimely organizatio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so that it can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novation，but it is risky for employees
themselves and requires strong motivation.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regulatory focuses have different
motive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pursuit of desired states. Employees with a high promotion focus tend to
mee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needs in a proactive work style，and those with a high prevention focus
tend to meet security needs in a conservative and evasive manner.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regulatory focuses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constructive devi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leaders and employees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nd high-tech companies
in Shanxi，Hunan，Guangdong and other regions as the main survey subjects. 83 sets of effective leader
questionnaires and 369 employee questionnaires are obtained，and the matching ratio is 1:4.4. The data
i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Mplus7.0，Spss20.0，and R software. It finds that：The promotion focu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while the prevention focus has a negative effect.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empowering leadership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promotion
focus on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because it provides a relaxed and motivating work
environment，and it can also reinforce the influence by enhancing employees’ felt obligation.

The main innovation points are as follows：Firstly，there are few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gulatory focuses on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different modes of regulatory focuses on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Secondly，the boundary conditions between regulatory focuses and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are explored by introducing the dual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felt obligation.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by revealing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employees’ felt obligation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Finally，unlike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 previous studies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timulating mechanism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model of proactive motivation，and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Firstly，enterprises should allocate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regulatory focuses according to the work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erson-position
matching. Secondly，leaders should effectively empower employee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to
avoid improper authorization. For employees with a higher promotion focus，leaders should provide
them mor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and encourage them to take challenging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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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ime to time to meet their motivation needs of improving capabilities. Finally，leaders should
enhance employe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encourage them to make constructive
devianc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organization by effectively empowering subordinates. By empowering
behavior，leaders make employees realize that the task they are engaged in can affect other members and
even the entire organization，motivate them to take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and enhance the motivation
of taking on constructive deviance.

Key words: regulatory focuses; constructive deviance; empowering leadership; felt obligation
（责任编辑：王舒宁）

 

调节焦点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63


